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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作为一种新型医
疗决策模式，越来越被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SDM 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已发展
得比较成熟，但国内对 SDM 的研究仍处于理论借鉴和应用摸索阶段。本文主
要回顾 SDM 的起源和发展，探究其国内外研究现状，并思索其在临床实践中
的局限性，为其系列研究做出铺垫，同时为国内 SDM 研究者全面了解 SDM 的
发展历史及研究现状提供参考。 

【关键词】医患共同决策；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发展现状

First in the series of shared decision making: development status of shared 
decision making at home and abroad

Shao-Fu YU1, Yun-Yun WANG2, Tong DENG2,3, Di HUANG2, Wei MU4, Ying-Hui JIN1,2*

1.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y,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Huaihua, Huaihua 418000, Hunan Province, 
China;
2.Center for Evidence-Based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1, China;
3.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 Huaihe Hospital of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0, Henan Province, China;
4.Department of Clinical Pharmac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25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ei MU, E-mail: muweisonia@foxmail.com; Ying-Hui JIN, E-mail: jinyinghui0301@163.com

【Abstract】As a new medical decision-making mode, 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 has increasingly attracted concern and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DM has been maturely developed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but domestic research on SDM is still at the stage of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application exploration. The paper mainly review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DM, explores its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considers its limitations in clinical practice,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a series of 
research.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domestic SDM researcher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research status of S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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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一种逐步发展的新型医疗决策模
式，医患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 Making，
SDM）越来越受到国际医疗领域的关注和重
视。医患共同决策是“以患者为中心”，基
于当前最佳的循证医学证据 [1]，鼓励临床医
生让患者共同参与诊断、治疗和随访的讨论，
制定出最适合患者的个体化的临床决策，旨
在加强医患沟通，提高患者依从性，使临床
决策与患者的价值观和偏好保持一致且符合
伦理原则，并促进医患和谐关系 [2-3]。

目前，SDM 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已发
展得比较成熟，但国内对 SDM 的研究仍处
于理论借鉴和应用摸索阶段。鉴于此，我们
拟对 SDM 的国内外发展现状、研究典范如
渥太华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研究小组（Ottawa 
Patient Decision Aids Research Group）、 梅
奥诊所医患共同决策国家资源中心（Mayo 
Clinic Shared Decision Making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
标准署（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NICE）等做出系列介绍和讲解，
以期为国内 SDM 研究者提供参考，共同推
动 SDM 在国内的发展。

SDM 系列的首篇，主要回顾其起源和发
展，探究其国内外发展现状，对其国内外研
究应用做出思考、得到启发，并思索其在临
床实践中的局限性，为其系列研究做出铺垫，
同时为国内 SDM 研究者全面了解 SDM 的发
展历史及研究现状提供参考。 

2 SDM的起源与发展

2.1 国外SDM的发展历程

SDM 概 念 首 次 被 提 出 是 在 1968 年
Reimann《 共 同 决 策 和 共 同 责 任 - 现 代 教
育 机 构 的 难 题》 一 文 中 [4]。1970 年， 由
Kettner[5] 在《医院病房里的医患共同决策》
研究中首次将 SDM 引入到医疗领域。1972
年，Veatch[6] 在《变革年代的医学伦理学模式：
什么样的医患角色最符合伦理学的关系？》
中诠释了 SDM 内涵，指出医疗决策的基本
价值框架是建立在患者自身价值的基础上，
医生可参考该价值框架来实施 SDM。

1982 年，美国医学伦理学问题研究和
生物医学与行为学研究总统委员会（United 
States. President's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Ethical Problems in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在《制定医疗保健
决策：关于医患关系知情同意伦理和法律含
义的报告》中完善了 SDM 的含义：临床决
策需基于患者的需要、偏好和期望，医患共
同参与，相互沟通和信息交流，共同制定医
疗 决 策 [7]。1984 年，Strull 在 JAMA 上 发 表
了一项关于临床决策患者参与度和临床医生
预估患者参与度的问卷调查结果，来自社
区医院、保健组织、退伍军人管理局诊所
的 210 例门诊高血压患者和 50 名临床医生
参与了调查，结果显示 53% 的患者偏向于
参加临床决策的制定，41% 的患者意愿了
解更多关于高血压病的信息，而临床医生低
估了患者关于获取高血压病信息和讨论的
意愿，高估了患者参与临床决策制定的意
愿 [8]。1992 年，Kasper 和 他 的 研 究 团 队 开
发出了一系列的医患共同决策程序（Shared 
Decision-Making Programs，SDPs），通过视
频光盘播放器、改良的微型计算机、视频监
视器和打印机以交互形式显示，将患者基本
信息（如年龄、性别、症状、病史、检测结
果等）输入视频程序中，匹配出适合患者个
体化的治疗选择，这有助于改善卫生保健的
整体质量，并增强医患关系 [9]。

1995 年，渥太华医院成立了患者决策
辅助研究小组（Ottawa Patient Decision Aids 
Research Group），并制定了第一个用来衡
量患者咨询后决策需求变化的量表 - 决策冲
突 量 表（Decisional Conflict Scale，DCS），
且该小组于 1998 年开发出了用于管理患
者决策需求的概念框架 - 渥太华决策支持
框 架（Ottawa Decision Support Framework，
ODSF）[10]。1999 年，Frosch 在《 临 床 医 学
中的医患共同决策：过去的研究和未来的方
向》一文指出，共同医疗决策是医疗保健领
域的重要发展，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共同
决策对患者满意度和健康结果的影响，同时
有必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来评估最有效的方
法，以使患者参与有关其自身医疗保健的决
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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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呼吁临床医生：

• 认识到他们有与患者分享重要决策的伦理要求；

• 激发双向的信息流，并鼓励患者提出问题，解释其情况并表达

其个人偏好；

• 根据风险交流的最佳实践，提供有关选择以及治疗的不确定

性、益处和危害的准确信息；

• 根据个体患者需求量身定制信息，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考虑自

己的选择；

• 确认大多数决定不必立即做出，为患者及其家人提供资源并帮

助他们做出决定。

我们呼吁临床医生、研究人员、编辑、记者和其他人员：

• 确保他们提供的信息是清晰的，基于证据并且是最新的，并且

声明利益冲突情况。

我们呼吁患者：

• 说出他们的疑虑、问题以及对他们重要的事情；

• 认识到他们有权平等参与其护理；

• 寻求和使用高质量的健康信息。

我们呼吁政策制定者：

• 采取鼓励医患共同决策（包括其度量）的政策，来刺激改进；

• 修正知情同意法，以支持技能和工具的研发，以实现医患共同

决策。

为什么？

患者接受的许多护理是基于个体临床医生提供此护理的能力和

敏捷性，而不是基于公认的最佳实践标准或患者对治疗方法的

偏好。

临床医生通常较慢认识到患者希望参与了解他们的健康问题、

知道他们可以使用的选择以及在考虑患者个人偏好的情况下做

出决策的程度。

许多患者及其家人发现很难积极参与医疗保健决策。有些人不

敢质疑健康专家。许多人对健康及其决定因素了解有限，不知

道从哪里可以找到清晰的、可信赖的且易于理解的信息。

2001 年， 首 届 国 际 医 患 共 同 决 策
（International Shared Decision Making, 
ISDM）会议在牛津大学召开，该独立的专
业会议，没有永久的机构支持和正式的治理
结构，致力于促进合作，开发医患共同决策
新技术，促进医疗决策模式转型 [12]。2003 年，
在威尔士斯旺西召开的第二届（每两年一届）
ISDM 会议上，国际患者决策辅助工具标准
（International Patient Decision Aid Standards, 
IPDAS） 合 作 组 织 成 立， 由 来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患 者 决 策 辅 助 工 具（Patient Decision 
Aid，PDA）研究者、从业者和利益相关者
组成，旨在通过建立共享循证 - 知情框架
（Shared Evidence-Informed Framework） 和
一套改善 PDA 内容、发展、实施和评估的
标准，来提高 PDA 的质量和有效性 [13-14]。
IPDAS 合作组织基于两轮“在线国际德尔
菲 共 识 流 程 ”（Online International Delphi 
Consensus Process），对来自 14 个国家的四
个利益相关者（研究者、从业者、患者、
政策制定者）团体进行专家审查和评估，
最终于 2006 年制定了国际患者决策辅助
工 具 标 准（International Patient Decision Aid 
Standards，IPDAS）[13]，IPDAS 经 过 多 年 的
持续改进，已更新至 2013 年的 IPDAS 4.0 版
本 [14]。

随着 2010 年《萨尔茨堡全球研讨会》
（《Salzburg Global Seminar》） 在 奥 地 利
的 召 开 [15]， 以 及 2011 年《 医 患 共 同 决 策
萨 尔 茨 堡 宣 言》（《The Salzburg Statement 
on Shared Decision Making》）（ 见 框 1） 在
BMJ 上的刊出 [16]，充分探讨了患者可以并且
应该在医疗决策中扮演的角色，呼吁患者和
临床医生共同制定临床决策，为医患共同决
策理念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2.2 国内SDM的发展概述

1998 年，由大连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学
专家赵明杰教授首次将SDM概念带入国内，
并向同行强调患者参与临床决策制定的价值
和重要性 [17]。2005 年，华贻军等在《共同
决策》一文中指出，共同决策是一个过程而
不是结局，包括信息交流、对治疗方案的斟
酌和对治疗措施选择的达成这三个阶段，并

框1  医患共同决策萨尔茨堡宣言
Frame 1.  Salzburg statement on shared decision making

勾画出以患者的价值观、偏好以及自身病情
状况为基础，结合医生的经验技能及对治疗
的评价，再综合考虑社会、家庭及医院现实
条件等因素后，做出最佳诊治选择的共同决
策 [18]。2007 年，北京大学李萍萍教授指出，
临床决策是医患交流与合作的过程，应该重
视医学证据、可用资源和患者的价值取向，
且建立在医患充分沟通基础上的医患相互信
任是合理决策的前提，促进医患共同决策，
将成为 21 世纪医疗服务的努力方向 [19]。

2010 年，张琼文等研究者做了一项关
于患者参与临床决策现状的问卷调查，调查
结果显示，93% 的患者愿意参与临床决策，
95% 的患者希望了解治疗自身疾病最好的医
学信息，而这其中只有 46% 的患者达到了
目的 [20]。2013 年，吴军等探索了共同决策
在骨科中的应用，指出与患者相关的因素如
患者年龄、性别、种族、文化程度、社会经
济状态、社交网络互动，以及与疾病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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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如症状、功能障碍程度、对生活质量的
影响、专业医疗信息来源等都可能会不同程
度影响到骨科手术（如全关节置换术）SDM
模式的实施，PDA 有助于临床决策的制定，
但仍需进一步研究来明确在目前医疗机构中
采用 PDA 的最佳类型和方法 [21]。同年，在
美国梅奥诊所 KER 研究中心和美国纽约长
老会医院的指导下，以及在我国葛均波院士
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教授共同支持下，
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牵头，吉林大
学中日联谊医院等多家医院共同参与开展了
一系列有关 SDM 中国医患调查和他汀选择
注册研究（Statin Choice in China），开启了
我国心血管疾病领域医患临床共同决策研究
的新篇章 [17]。

2015 年 6 月 17 日，钟南山、郑家强、
王辰三位院士召集国内外 70 多位专家、教
授、学者、BMJ 主编、患者及其家属一起就
医疗决策模式的变革与医患共同决策的探索
进行了深入研讨，并指出了在当前医疗改革
环境中实施 SDM 的困难和局限性，但这种
“以患者为中心”的新型医疗决策模式亦将
成为趋势 [22]。

2018 年 7 月至 12 月，牟玮等学者采用
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横断面问卷调查了
国内 11 个省及 3 个直辖市共计 32 个城市的
51 家二级和三级医院的临床一线医务人员
对 PDA 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73.2% 的
医务人员认可患者是高质量临床决策的参与
主体，绝大多数医务人员认可患者知晓医疗
决策依据的必要性，但 50% 以上的医务人
员认为应在自己觉得必要或患者主动咨询时
再提供相关决策依据信息，而高学历、高职
称及工作年资高的医务人员更愿意为患者提
供诊疗决策的相关依据、更倾向于认同 PDA
的积极效果 [23]。

2016-2018 年国内连续三届国际中医药
防癌抗癌科普大讲坛暨医患共同决策与交流
论坛 [24-26]、2018 第三届医患共同决策论坛 [27]

等有关医患共同决策会议的相继召开，充分
探讨了在我国医疗模式发生转型的背景下，
患者有权利也应该有机会参与到医疗决策
中，患者及家属参与医疗决策，是构建和谐、
互信医患关系和患者安全体系的重要环节，

将 SDM 模式逐步贯穿到我国临床医疗实践
中，使其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有机遇必
然会有挑战。

3 SDM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3.1 SDM在国外的研究应用现状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发展和临床实践
历程，在相关法律、政策、会议或合作组织
的支持下，SDM 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已发展
得比较成熟，相关理论体系较为完善，SDM
评估工具和 PDA 陆续开发并在临床实践中探
索应用，IPDAS 的制定更加规范了 PDA 的研
发和评估，并促进了 SDM 的发展。但 SDM
在部分国家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 [28-31]，在一
些农村边沿地区实现难度较大 [32]，在一些国
家仍未曾实行 [33]。

SDM 的研究典范之一渥太华患者决策辅
助工具研究小组于 2019 年 2 月 14 日对欧美
等国家和地区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开发情况进
行了统计，并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完成更
新（见表 1），包括卫生管理部门、医疗机构、
科研机构、科研院校、临床研究公司、相关
临床学会等 40 余个决策辅助工具开发者。
开发的决策辅助工具包括 PDA、决策点、决
策盒、患者决策支持模块、决策指南等 330
余种，主要应用于癌症的筛查与治疗，心血
管系统、呼吸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神经系
统等疾病的诊治，器官移植、特殊人群健康
管理，其他疾病的治疗决策辅助等。

3.2 SDM在国内的研究应用情况

目前，我国正处于医疗改革的大背景下
和医疗服务模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对 SDM
的研究仍处于理论借鉴和应用摸索阶段，初
步体现在疾病的诊治、筛查和护理模式决策
方面，主要涉及心血管疾病、肿瘤和糖尿病
的 SDM 研究，尚有对骨科、眼科、儿科、
ICU 等的 SDM 探索，但仍均缺乏基于临床
实践的本土化的 SDM 系统性研究，同时存
在着诸多障碍、挑战和机遇 [34-36]。

有研究者基于我国医疗背景对临床实践
中的 SDM 流程设计做了初步探讨，把临床
诊疗过程分为接诊、诊断、治疗、复诊、
随访五个阶段，而 SDM 流程中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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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患者决策辅助工具开发情况统计
Table 1.  Information about decision aid developers 

开发者 国家 决策辅助工具名称 数量

健康智慧（Healthwise） 美国 决策点（Decision Points） 172

渥太华患者决策辅助工具研究小组（Ottawa Patient Decision Aids Research 
Group）

加拿大 患者决策辅助工具（Patient Decision Aid） 19

梅奥诊所（Mayo Clinic） 美国 — 16

拉瓦尔大学（University of Laval） 加拿大 决策盒（Decision Box） 16

悉尼大学（University of Sydney） 澳大利亚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2

医疗保健研究与质量局（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 
AHRQ）

美国 消费者总结（Consumer Summary） 10

英国国家卫生医疗质量标准署（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

英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9

健康决策（HealthDecision） 美国 工具（Tool） 6

智慧护理，公司（WiserCare, Inc.） 美国
患者决策支持模块（Patient Decision Support 
Module）

6

辛辛那提儿童医学中心（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美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5

EBSCO健康选择网格（EBSCO Health Option Grid） 美国 选择网格（Option Grid） 5

NSW健康（NSW Health） 澳大利亚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5

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Clinical Oncology, ASCO） 美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Tool） 4

北卡罗来纳州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美国 工具/决策辅助工具（Tool / Decision Aid） 4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NCI） 美国 — 3

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 美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3

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 英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3

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美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2

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美国 工具（Tool） 2

内穆尔儿童诊所（Nemours Children's Clinic） 美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2

选择网格协作（Option Grid Collaborative） 美国、英国 选择网格（Option Grid） 2

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 加拿大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2

温莎临床研究公司（Windsor Clinical Research Inc.） 加拿大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2

奥尔胡斯大学医院（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 丹麦 — 1

加拿大关节炎研究中心（Arthritis Research Centre of Canada） 加拿大 — 1

自闭症代言人（Autism Speaks） 加拿大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阿瓦兹决策（Avaz Decisions） 美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比勒菲尔德大学（Bielefeld University） 德国 决策支持（Entscheidungshilfe） 1

卡迪夫大学（Cardiff University） 英国 决策探索（Decision Explorer） 1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 美国 小册子（Booklet） 1

莱顿大学医疗中心（Leide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荷兰 — 1

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 加拿大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美国医学教育协会，公司（Med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Inc） 美国 工具（Tool） 1

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美国 指南（Guide） 1

内梅亨大学（Radboud University Nijmegen） 荷兰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圣•迈克尔医院（St. Michael's Hospital） 加拿大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香港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 马来西亚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渥太华大学（University of Ottawa） 加拿大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澳大利亚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萨斯卡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 加拿大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澳大利亚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 美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威尔康奈尔医学院（Weill Cornell Medical College） 美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温尼伯地区卫生局（Winnipeg Regional Health Authority） 加拿大 决策指南（Decision Guide） 1

耶鲁大学护理学院（Yale University School of Nursing） 美国 决策辅助工具（Decision 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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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d”则始终贯穿于临床诊疗过程的每
个阶段，在医患信息分享和充分沟通的基础
上，选择、实施、评估和适当调整临床决
策，最终制定出清晰的 SDM 设计流程图，
为 SDM 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重要参
考和思路 [37]。

此外，在共同决策研究相关测评量表引
进方面，国内已有学者基于严格遵循跨文化
引进评估工具的指南要求，引进和评估了
IPDAS 4.0 和决策冲突量表英文版，形成中
文版评价量表，为我国 SDM、PDA 研究者
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指导 [38-39]。

4 SDM国内外研究应用的思考和启发

如今，医生主导的家长式医疗决策模式、
医生告知患者的知情决策模式正逐渐向“以
患者为中心”医患共同参与的共同决策模式
转变。SDM 是“以患者为中心”“以患者
价值观、偏好、意愿为基础”，结合当前最
佳的临床证据以及临床医生的知识、技能、
经验，制定出最适合患者个体化的临床决策
的过程，最终目的是使患者利益最大化。因
此，SDM 医疗决策模式符合和谐医患关系，
也是密切医患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内在需要。

“以患者为中心”的 SDM 的实施，需
要临床医生将当前最佳的循证医学证据以和
谐的、患者易理解的方式传递给患者，并且
需要患者在临床决策共同制定过程中的全力
配合临床医生 [40]，将患者个人价值观、目标、
偏好和意愿表达给临床医生 [41]。

医患共同决策的过程恰好体现了当代循
证医学的精髓，是以当前最佳的临床证据与
临床医生的经验、知识、技能及患者的意愿、
期望和价值观三者密切结合而做出适合患者
的最佳临床决策的过程。 

PDA 能够引导和促进 SDM 的制定 [42-44]，
尤其在特殊人群（如老年人、小儿、癌症病人、
弱势人群等）的决策制定中起着很重要的作
用 [45-49]。在 PDA 助力共同决策的临床实践过
程中，患者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需要被告
知该 PDA 的风险、益处及其备选方案，并且
该 PDA 是被临床实践证实了的 [50-51]。医患共
同决策有潜力促进“以患者为中心”“以患
者价值为基础”的医疗系统建设，真正使患

者参与进来，并能改善对患者的关怀，降低
患者的医疗费用 [50,52]。

5 SDM在临床实践中的局限性

SDM 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其中，
患者和临床医生认为制定共同决策最常见
的障碍就是时间问题，“时间可以被认为
是控制事物发生和发生时间的组织工具”
（“Time can be considered an organizing tool 
that controls what happens and when”）， 但
要让每一位患者在短时间内理解和明白决策
的相关知识、益处和风险等是比较困难的，
患者通常会跟家人及朋友商量、咨询其他医
生、或者通过网络查找相关信息，同时，医
生可能需要跟自己的团队一起评价相关的证
据、讨论患者的情况，这种时间上的耽搁，
可能会冒犯到正在等待就诊的其他患者 [53]。

再者，有经验的医生经常会权衡“过度
诊断”与“诊断不足”、“过度治疗”与“治
疗不足”，但这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医
患共同决策也不能减少这种不确定性，这就
需要临床医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最佳的循证
医学证据、更加精细地认识诊断和预后过程、
很好的定向研究 [54]。

同时，笔者认为 SDM 可能会增加医生
的工作量，医生的积极性可能会随之受到影
响，是否有建立相应激励机制和政策的必要
性；另外，告知患者某个治疗决策中较罕见
发生的死亡或残疾等重大风险可能会加剧患
者的恐慌和不信任感；而且运用建立在循证
医学证据基础上的 PDA 制定出来的医患共
同决策，随着循证医学证据的不断更新，决
策辅助工具也需要做出同步更进，但这往往
会有滞后或者未做到更进，还需要考虑到患
者的个体差异，那么如何设计出个体化的
PDA 势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6 结语

综上，SDM 模式在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已
经发展得比较成熟，有着像渥太华患者决策
辅助工具研究小组（Ottawa Patient Decision 
Aids Research Group）、 梅 奥 诊 所 医 患 共
同 决 策 国 家 资 源 中 心（Mayo Clinic Shared 
Decision Making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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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国 国 家 卫 生 医 疗 质 量 标 准 署（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
NICE）等医患共同决策及决策辅助工具的
研究典范，但目前国内仍处于理论借鉴和应
用摸索阶段，存在着诸多障碍、挑战和机遇，
且医患共同决策及决策辅助工具尚存在着一
定的局限性，需要医疗卫生体系、政策制定
者等共同倡导和推动，需要临床医生的共同
努力，更离不开患者积极共同参与，方能更
好地助力医患共同决策在国内的发展乃至国
际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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